
双重对话与历史的公共阐释

———对阐释政治学和历史政治学的阐释学检视

孙国东

一、 导论：如何“将历史带入政治分析”？

晚近以来，随着中国政治学者学术自主性的觉醒，主张将中国历史带入政

治分析的“历史政治学”开始登上学术舞台。从理论上看，“将中国历史带入政

治分析”大体可以体现为两种不同的研究路径：一是“描述性的历史政治学”，即

社会科学导向的历史政治学路径，主张对中国现代政治秩序形成（中国现代国

家构建）的历史逻辑进行描述性研究①；二是“规范性的历史政治学”，即实践哲

学（政治哲学）导向的历史政治学路径，主张把中国以儒家为主干的“轴心文明”

遗产，作为想象和探求中国现代政治秩序的历史文化资源。②无论是哪一种学术

路径，“历史”都是政治分析的核心要素乃至排他性的参照。

无独有偶，当代西方政治学论者尽管没有使用“历史政治学”概念，但在相

近的学术旨趣上主张将历史带入政治分析中，并且同样在社会科学（政治科学）

层面和政治哲学层面体现出来。在政治科学领域，在马克·贝维尔（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罗伯特·古丁（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ｏｄｉｎ）和查尔斯·蒂利（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等的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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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　 孙国东，法学博士，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
典型的研究，参见贺东航：《现代国家构建的中国路径：源自地方的尝试性解答》，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２１年版。
参见姚中秋的一系列论述，如《学科视野中的历史政治学：以历史社会学、政治史、比较

政治学为参照》，载《政治学研究》２０２０年第 １期；《可大可久：中国政治文明史》，北京：华龄出版
社 ２０２１年版；《建国之道：周易政治哲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 ２０２２年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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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阐释性的政治科学”（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和政治分析的“情境转

向”开始登场①———无论是“阐释性的政治科学”，还是情境性的政治分析，“历

史”都是其政治分析的重要甚或核心要素。在政治哲学领域，乔治娅·沃恩克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Ｗａｒｎｋｅ）从共同体主义乃至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的政治哲学研究中，洞

察到了当代政治哲学的“阐释学转向”（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 ｔｕｒｎ）：政治哲学家“不再诉

诸形式理性、人类行动的特征或合理选择的中立程序”，而是旨在阐明政治原则

限定于特定时空社会的适宜性，“即通过显示这些原则，表达了该社会之善目

（ｇｏｏｄｓ）、习惯、历史和传统的意义”。②

中外政治学者在把历史带入政治分析上的不谋而合，并不能遮蔽其学术旨

趣上的迥然有别：如果说，西方论者之求诸历史意在抵御政治分析中的实证主

义（政治科学领域）和普遍主义（政治哲学领域）取向，并因而更具有学院化的理

论导向，那么，中国学者主张的历史政治学，则旨在对抗以普遍主义面目出现的

西方自由主义政治话语的西方中心主义倾向，因而更具有介入性的实践导向。

不过，考虑到任何学术关怀———即使是具有高度实践介入性的学术关怀———要

想具有认知性内涵，进而具有跨越不同主体和文化的可分享性，最终都要建立

在厚实的学理逻辑基础之上，本文拟把中外论者“将历史带入政治分析”的共同

主张问题化为一个学理问题：如何“将历史带入政治分析”？这种设问方式，隐

含着我的一个基本立场：“将历史带入政治分析”本无可厚非，成问题的是“将历

史带入政治分析”的方式。

为简洁起见，本文将以“阐释政治学”（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笼统地指称政治

科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将历史带入政治分析”的理论模式，并将其与国内学者使

用的“历史政治学”基本对应起来。为了促进中西方关于现代政治秩序的相互

理解，本文将从“阐释学”的视角对阐释政治学本身进行阐释学检视。作为消除

理解障碍的艺术，阐释学有助于澄清不同文化关于现代政治秩序之相互理解的

５９１

双重对话与历史的公共阐释

①

②

参见 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ｅｄ．），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Ｖｏｌ． １：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Ｌｏｓ
Ａｎｇｅｌｅ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１０；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Ｗ． Ｒｈｏｄｅｓ（ｅｄ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
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ｏｄ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
（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Ｗａｒｎｋ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ｖ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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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障碍。由于文化具有内外兼具的双重多元性，凸显一国政治秩序的文化意

义尽管有助于澄清乃至消除异质文化的误解，但如果这种文化意义在内部无法

达成基本的非强制性共识，它就既不能保障其在内部的可分享性，亦无法确保其

在外部获得充分承认，从而也就不可能真正促进不同文化间关于现代政治秩序的

相互理解。这意味着异质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蕴含着“双重对话结构”：异质文化

间的对话结构与本土文化内部的对话结构。这种“双重对话结构”内在地要求

对历史进行“公共阐释”（ｐｕｂｌｉｃ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即不是从研究者私性的价值偏好

做出的历史阐释，而是具有“公共证成”（ｐｕｂｌｉｃ ｊｕｓｔ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前景的历史阐释。①

阐释政治学的阐释学逻辑，大体是围绕着“文本 行动 历史”展开的：它力图

把“行动”及蕴含行动之文化意义的“历史”文本化，从而将具有文化和历史意蕴的

政治分析纳入阐释学的视角。从对文本符号的理解到对行动之意向和动机的理

解，再到对历史叙事的理解，既表征着阐释学从人文学科向社会科学领域的扩展，

亦体现了政治科学导向的和政治哲学导向的阐释政治学的不同立论依据。

二、 从文本到行动：“阐释政治科学”的阐释学逻辑

“阐释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一词，源自希腊语的动词“ｈｅｒｍēｎｅｕｅｉｎ”和名词

“ｈｅｒｍēｎｅｉａ”，而它们均与足上生翼的神的信使赫尔墨斯（Ｈｅｒｍｅｓ）有关。作为荷

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人物，赫尔墨斯是一位在奥林匹亚山的诸神

与人间的凡夫俗子之间往返的信使，负责将神的信息和指示传递至人间。为了

完成作为信使的使命，赫尔墨斯逐渐培养起了真正的理解，这要比他仅仅逐词

逐字的直译要付出更多的努力。为了促进理解，他不得不重新创造与听众的历

史、文化和概念相关联的意义②，即“把超出人类理解的东西转化成人类智力可

以把握的形式”③。延承赫尔墨斯的使命，阐释学力图探究阐释者为了促进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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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在其他场合，我曾一般性地论述了“公共阐释”。参见孙国东：《阐释学与政治哲学的公

共阐释》，《探索与争鸣》２０１９年第 １２期。
参见 Ｓｔａｎｌｅｙ Ｅ． Ｐｏｒｔｅｒ ａｎｄ Ｊａｓｏｎ Ｃ． 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Ａｎ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Ｔｈｅｏ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Ｗｉｌｌｉａｍ Ｂ． Ｅｅｒｄｍａｎｓ Ｐｕｂｌｉｓｈｉｎｇ Ｃｏｍｐａｎｙ，２０１１，ｐｐ．２—３。
［美］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５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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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或类文本之意义的理解所需要的认知条件。理查德·帕尔默（Ｒｉｃｈａｒｄ

Ｐａｌｍｅｒ）曾这样阐述了“阐释”之含义的古今传承：

这种与赫尔墨斯相关的“达到理解”的沉思冥想和带来消息的过程，隐

含于 ｈｅｒｍēｎｅｕｅｉｎ和 ｈｅｒｍēｎｅｉａ古代用法的所有三个基本意义向度之中。以

动词形式 ｈｅｒｍēｎｅｕｅｉｎ 为例，这三个向度是：（１）用语词大声地表达

（ｅｘｐｒｅｓｓ），即“言说”；（２）说明（ｅｘｐｌａｉｎ），如说明一种境况；（３）翻译，如翻

译一种外国语。所有这三种含义都可用英语动词“阐释”（ｔｏ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来表

示，然而，每一种又构成阐释的一个独立且重要的意义。……在所有三种

情况中，某种在时空或经验中被分割开来的异质的、陌生的东西，成为熟悉

的、当下的和可理解的东西；对某些需要陈述、解释或翻译的东西，在不经

意间“产生理解”———即被“阐释”。①

（一） 从“文本阐释学”到“行动阐释学”

自阐释学诞生以来，其经典和基础形式都是以“文本阐释学”———如早期的

“圣经阐释学”和“法律阐释学”———的面目出现的，这在标志着现代阐释学产生

的施莱尔马赫（Ｆ．Ｅ．Ｄ． Ｓｃｈｌｅｉｅｒｍａｃｈｅｒ，１７６８—１８３４）的“一般阐释学”中表现得

尤为突出。施莱尔马赫不仅把阐释学从聚焦于圣经注释的“解经学”（ｈｅｒｍｅｎｅｕ

ｔｉｃ）中解放出来，进而将其从关于《圣经》的“理解的法则或技术”扩展到对一切

“文本”的理解，而且提出了把理解分为“语法学部分”（客观性原则）和“心理学

部分”（主观性原则）的现代阐释学规则。②

２０世纪以来，特别是自韦伯提出“阐释社会学”（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以来，

“行动”（ａｃｔｉｏｎ）尤其是“社会行动”开始成为阐释学的关注对象。所谓“行动”，

按照韦伯的界定，它不仅包括“行为”（ｂｅｈａｖｉｏｒ）这种身体的动作，还包括身体动

作背后的“意义”，即“行动个体对其行为赋予的某种主观意义”③。在韦伯看

７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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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美］帕尔默：《诠释学》，潘德荣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１２年版，第 ２６—２７页。为行文
一致考虑，此处把原文中的“诠释”改为了“阐释”。

参见潘德荣：《西方诠释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５８—２６５页。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Ｒｏｔｈ ＆

Ｃｌａｕｓ Ｗｉｔｔｉｃｈ（ｅｄ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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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作为悬挂在由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的动物，人的行动有其文化意义，因而会

以不同的动机体现出来。韦伯举的一个例子，是伐木的行动。同样是伐木这种

身体动作，其背后的动机可能是为薪水而工作，可能是燃火之用，可能是消遣活

动，当然也可能是宣泄因愤怒而生的冲动。人类学家格尔茨借自吉尔伯特·赖

尔的一个例子更为典型：同样是快速地张合眼睑这种身体动作，眼睛痉挛的眨

眼和挤眉弄眼的眨眼具有完全不同的文化意义；而模仿他人挤眼的可笑之处和

对着镜子练习模仿他人挤眼的眨眼，则又具有各不相同的文化内涵。①“行动”

所负载的个别化文化内涵，意味着我们无法采用“行为主义”的均质化方式对其

进行“直接的观察性理解”（ｔｈｅ ｄｉｒｅｃｔ ｏｂｓｅｒｖａｔｉｏｎａｌ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韦伯语）。相

反，我们只能代之以“阐释性理解”的取径———无论是马林诺夫斯基所谓的“文

化持有者的内部眼界”（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ｎａｔｉｖｅｓ ｐｏｉｎｔ ｏｆ ｖｉｅｗ），还是派克（Ｋｅｎｎｅｔｈ Ｐｉｋｅ）

所谓的“主位取径”（ｅｍｉｃ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抑或赖尔和格尔茨所谓的“深描”（ｔｈｉｃｋ ｄｅ

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均是力图推进阐释性理解的尝试。在韦伯看来，对社会世界之“意

义”的阐释性把握主要包括三个方面：（１）在历史探究中，具体的个别行动者实

际意图的意义；（２）在社会学的群体现象中，实际意图之意义的平均值或近似

值；（３）适合以科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普遍现象之纯粹类型（理想类型）的意

义———纯粹经济理论中的概念和“法则”，是为典型。②

（二） 格尔茨和保罗·利科：作为文本的行动

“文本阐释学”的出现不言而喻，但“行动阐释学”何以成立？换言之，“行

动”在何种意义上可视为一种“文本”或“类文本”？对这一问题，率先将“行动”

作为阐释学对象的韦伯并没有做出说明。格尔茨提出的“文化作为文本”

（ｃｕｌｔｕｒｅａｓｔｅｘｔ）的观点，颇具创见地回答了这一问题。他以巴厘岛上“斗鸡”为

例，认为“斗鸡”的功能是阐释性的：它是巴厘岛人对自己心理经验的解读，是一

个他们讲给自己听的关于他们自己的故事。如果要以亚里士多德意义上“就什

８９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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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Ｉｎｃ．，１９７３，
ｐｐ．６—７。　

参见 Ｍａｘ Ｗｅｂｅｒ，Ｅｃｏｎｏｍｙ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Ａｎ Ｏｕｔｌｉｎｅ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Ｓｏｃｉｏｌｏｇｙ，Ｇｕｅｎｔｈｅｒ Ｒｏｔｈ
ａｎｄ Ｃｌａｕｓ Ｗｉｔｔｉｃｈ（ｅｄｓ．），Ｂｅｒｋｅｌｅｙ：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Ｃａｌｉｆｏｒｎｉａ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８，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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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说点什么”（ｓａｙ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 ｏｆ ｓｏｍｅｔｈｉｎｇ）的方式，阐释性地把握“斗鸡”这种社

会行动或其他任何由集体维持的符号结构，我们就要从可比拟于解剖有机体、

诊断病症和译解符码的“社会机械学”（ｓｏｃｉａｌ ｍｅｃｈａｎｉｃｓ）视角，转向类似于透视

文学文本的“社会语义学”（ｓｏｃｉａｌ ｓｅｍａｎｔｉｃｓ）视角。这意味着我们需要把由社会

行动表征的文化作为一种“文本集合”（ａｓｓｅｍｂｌａｇｅ ｏｆ ｔｅｘｔ）来对待。

这样一种超越了书写材料甚至言语材料的文本概念的扩展，尽管具有

隐喻性，但并不那么新颖。在斯宾诺莎那里臻于顶峰的中世纪自然解释传

统（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 ｎａｔｕｒａ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试图将自然如经文（Ｓｃｒｉｐｔｕｒｅ）般解读；

尼采试图把价值体系视为权力意志的虚饰（或者马克思力图把价值体系视

为财产关系的虚饰）；弗洛伊德主张以浅白文本的隐梦（ｔｈｅ ｌａｔｅｎｔ ｄｒｅａｍ）替

代神秘文本的显梦（ｔｈｅ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 ｄｒｅａｍ）———所有这些，尽管并非同样值得

推荐，但都提供了先例。但是，文化形式可视为文本，即可视为由社会材料

构造的富有想象力的作品———这样一种观念尚未得到理论上的阐发；对人

类学来说，这种更深刻的推论仍有待系统挖掘。①

格尔茨仍以“斗鸡”为例指出，将“斗鸡”作为文本对待可以凸显其核心特

征，即利用情感达到认知目的。就巴厘岛人的“斗鸡”来说，重要的不是冒险时

的激动、失败后的绝望和胜利时的欢欣这些情感本身，而是这些情感的社会文

化功能：它们使得社会得以建构、个体得以聚集。

对巴厘岛人来说，出席斗鸡比赛和投身于斗鸡之中，是一种情感教育。

人们在那里学到的，是其文化精神和私人感知力（或者，至少它们的某些方

面），在集体文本中从外部明确展现出来时的模样；这两者非常相似，足以

用单一文本的符号加以表达；并且，令人不安的部分是，这种揭示得以完成

的文本，是由一只鸡不费心思地将另一只鸡咬成碎片构成的。②

如果说格尔茨从人类学视角完成了对“行动 ／文化阐释学”的奠基，那么保罗·

利科则为“行动阐释学”提供了最为厚实的社会科学哲学基础。在《文本的模

式：被视为文本的有意义行动》一文中，利科系统分析了可以将文本阐释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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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ｌｉｆｆｏｒｄ Ｇｅｅｒｔｚ，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Ｎｅｗ Ｙｏｒｋ：Ｂａｓｉｃ Ｂｏｏｋｓ， Ｉｎｃ．，１９７３，
ｐｐ．４４８—４４９．　

Ｉｂｉｄ．，ｐ．４４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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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行动阐释的理由。他主要从“文本作为文本”的四个评判标准，一一确认了

“行动作为文本”的理据。这四个标准分别是：（１）固定化，即文本是通过文字固

定下来的话语（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２）独立性，即文本具有独立于作者“意图”（ｎｏｅｓｉｓ，

即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的“意义”（ｎｏｅｍａ，即 ｍｅａｎｉｎｇ）；（３）关联与重要性，即文本具有超越

与其原初情势之关联的重要性；（４）“开放作品”，即文本的意义向不确定的可能

读者开放。正是以上述四个标准为基础，文本具备了“意义的固定化”“与作者

的精神意向相分离”“非直指性指称（ｎｏｎｏｓｔｅｎｓｉｖ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的显现”和“具有普

遍范围的接受者”等四个特征，从而使其具有某种客观性。①在利科看来，行动完

全符合“文本”的上述四个标准，亦同样具有这样的特征。

一方面文本概念对人的行动而言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另一方面行动对

于整个文本范畴而言是一个很好的指涉对象。关于第一点，人的行动从多

方面来看就是一个准文本。通过一种与文字特有的固定功能相似的方式，

人的行动得以外在化。在脱离其施动者的同时，行动获得了一种与文本的

语义相似的独立；它留下了痕迹、标记；它在事件过程中得以记录，并且变

成了档案和文献。如同文本（它的含义摆脱了制造它的初始条件），人的行

动具有一种影响力，这种影响力不能归结为它在其出现的初始状态里的重

要性，但是这种影响力使得可以在新的背景里记录它的意义。最后，行动，

就像文本，是一个开放的作品，面对一个不确定的可能读者群。评判者不

是同代人，而是后面的历史。②

根据约翰·汤普森对保罗·利科的解读，文本和行动所共享的上述四种特

征，与阐释学所要回应的“间距化”（ｄｉｓｔａｎｃｉａｔｉｏｎ）的四种基本形式一一对应了起

来：固定化使得其所具有的意义与产生文本或行动的事件之间具有了间距；独

立性使得其意义与文本作者、行动者的意图之间产生了间距；非直指性指称的

显现，使得其可以在阐释过程中显现的指称维度与其直指性的指称内容之间具

０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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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Ｔｈｅ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ｔｈｅ Ｔｅｘｔ：Ｍｅａｎｉｎｇｆｕｌ Ａｃｔｉｏｎ Ｃｏｎｓｉｄｅｒｅｄ ａｓ ａ Ｔｅｘｔ”，Ｎｅｗ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Ｖｏｌ．５，ｎｏ．１（１９７３），ｐ．１０５。

［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 年版，
第 １８９—１９０页。根据保罗·利科术语的惯常译法，此处引证将原文中的“事情的进展”改为了
“事件过程”（ｔｈｅ ｃｏｕｒｓｅ ｏｆ ｅｖｅ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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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间距；接受者的普遍性，使得其接受者（解读者）所处的情势与其产生的原初

社会历史情势之间产生了间距。①而利科看来，“据有”（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ｔｉｏｎ）与“间距”

的辩证法构成了阐释学的核心，因为“全部阐释学的目标，就是要与文化间距和

历史疏离（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ａｌｉｅｎａｔｉｏｎ）作斗争”：“据有意味着要把那些最初‘有疏离的’

东西‘变成自己的东西’。”②故此，为了克服行动的内在间距、据有行动的社会

文化意义，将适用于人文学科的“文本阐释学”扩展为社会科学中的“行动阐释

学”，便是顺理成章的了。

（三） 从社会行动到政治行动：阐释政治科学的“双重阐释”

一旦厘清了“行动阐释学”的阐释学依据，包括阐释政治科学在内的阐释社

会科学的阐释学依据，就不言而喻了。这在根本上是因为，“政治行动”不过是

具有政治意义的“社会行动”。从“阐释社会学”到“阐释人类学”再到“阐释政

治科学”，研究者共享了同一种行动阐释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逻辑：他们力图推

进关于社会行动、文化行动和政治行动的“阐释性理解”，而不是旨在进行关于

社会现象、文化现象和政治现象及其运行规律的“通则性说明”（ｎｏｍｏｔｈｅｔｉｃ ｅｘ

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

在人文和社会科学中，理解（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问题之所以具有方法论上的重

要性，主要是因为学者无法单单通过观察进入一个由符号预先构成的现实

中，并且因为对意义的理解（Ｓｉｎｎ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不能像实验过程中的观察那样

在方法论上予以控制。③

基于行动阐释学的逻辑，阐释政治科学聚焦于对塑造政治行动和政治制度

之意义的阐释。④它拒斥将政治行动者客体化的实证主义政治分析路径，认为后

１０２

双重对话与历史的公共阐释

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ｄｉｔｏｒｓ Ｉｎｔ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ｉｎ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
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ｐ．ｘｘｉｖ—ｘｘｖ。

参见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１４７。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ｏｉｅｔｙ，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０８．

参见 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 ａｎｄ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Ｗ． Ｒｈｏｄｅｓ（ｅｄ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
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ｐ．３。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
致
出
版
社



者在政治分析中预设的“主体 客体关系”，既是一种科学主义的傲慢，又是一种

客观主义的扭曲。因为作为政治分析对象的政治行动者本身，既是政治行动的

主体，又具有自身特有的历史和文化负载，是深嵌于特定时空之历史文化情境

的“情境化能动者”（ｓｉｔｕａｔｅｄ ａｇｅｎｔｓ）。正是为了纠正这种实证主义路径，阐释

政治学论者主张聚焦于政治领域的“主体 主体”关系，即要“基于学者与待解

释对象（ｅｘｐｌａｎａｎｄｕｍ）之间的对话性互动”①，推进阐释性的政治分析。质言

之，阐释政治科学力图在政治分析中践习吉登斯意义上的“双重阐释”（ｄｏｕｂｌｅ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社会科学的理论阐释，“不仅关系到参与和领会普通行动者进行

社会生活生产的意义框架，而且关系到在专业性概念设计的新意义框架内对此

进行的重构”②。

“双重阐释”之必要，在根本上乃因为，社会世界的意义框架本身亦是社会

成员在日常生活实践中进行历史 文化阐释的结果，即他们消除传统文化之“间

距”和“据有”文化传统之遗产的产物———只不过，社会成员作为文化持有者进

行的阐释是“前理论的自然阐释”（ｐｒ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 ｎａｔｕｒ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故此，

要想理解这种意义框架，研究者必须摒弃第三人称的“客观化”态度，代之以哈

贝马斯意义上的“参与者的施为性 ／践言性态度”（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ａｔｔｉｔｕｄｅ ｏｆ ａ ｐａｒ

ｔｉｃｉｐａｎｔ），从而推进对这种意义框架的阐释性理解。“合理的阐释是以施为性的

态度进行的，因为阐释者预设了包括行动者在内的所有当事人都共享的判断基

础。”因此，阐释者要“以第一人称的角色（自我）与第二人称（其作为另一个自

我转而像对待第二人称一样对待自我）建立起某种主体间性的关系”。③这种

“参与者的施为性态度”之必要，根源于社会世界的意义框架具有基于历史 文

化传统的路径依赖性：它既是特定时空的生活世界成员“前理论的”历史 文化

阐释的产物，也只能从内部以历史 文化阐释之沟通参与者的身份获得理解。

无论是体现在行动、制度、劳动产品、语词、协作网络，还是表现在文件

２０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参见 Ｊｅａｓ Ｏｌｅｓｅｎ，“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ｉｎ 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 ＆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Ｗ． Ｒｈｏｄｅｓ（ｅｄｓ．），Ｒｏｕｔ
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ｐ．６９。

参见［英］吉登斯：《社会学方法的新规则：一种对解释社会学的建设性批判》，田佑中、

刘江涛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２００３年版，第 １６７—１６８页。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Ｓｏｃｉｅｔｙ，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０３，１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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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意义都只能从内部接近。对缺乏沟通能力的观察者来说，由符号预先

构成的现实，构成了一种以赫尔墨斯的方式封闭的（ｈｅｒｍｅｔｉｃａｌｌｙ ｓｅａｌｅｄ）世

界；也就是说，这个世界对他们来说必然是无法理解的。生活世界只对可

以利用自己的言语和行动能力的主体开放。他们进入生活世界的方式，是

参与———至少是虚拟地参与———生活世界成员的沟通，进而本身成为至少

是其潜在的成员。①

以“参与者的施为性态度”推进“双重阐释”，意味着阐释性的社会科学要提

供“关于阐释的阐释”（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ｓ）。在政治学领域亦不例

外。正如阐释政治科学的最主要推动者之一罗兹（Ｒｈｏｄｅｓ）指出的：“所有的政

治学论者都为我们提供阐释。阐释取径的不同之处，在于提供关于阐释的阐

释。它们聚焦于意义、信仰和话语，而不是法律和规则、社会类属（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ｔｅｇｏ

ｒｉｅｓ）之间的相关性或演绎模型。”“阐释可能是无处不在的。对行动和实践的解

释，是关于阐释的阐释。……信仰和话语本身就是理解世界的方式；它们是阐

释的结果。因此，当我们根据信仰或话语来对行动或实践进行阐释时，我们是

在推进关于阐释的阐释。阐释取径的政治科学所做的莫过于此。”②

根据罗兹的概括，在当下西方兴起的阐释政治科学，主要与制度主义、行为

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相对立，并以去中心化理论（ｄｅｃｅｎｔｒｅｄ ｔｈｅｏｒｙ）、后结构主义

和社会建构主义体现出来；同时，它与关注观念影响的部分新制度主义取向有

重叠之处。与其他聚焦于意义的政治分析取径不同，阐释政治科学的独特之处

在于，它尤其注重把意义视为把握行动的方式。这主要体现为如下两个关于意

义或信念的前提性认识：第一，信念和实践是相互构成的。以投票为例，我们无

法将该行为同与之有关的信念分离开来。否则，我们就没法解释与投票行为有

关的政治现象，譬如：为什么强迫他人违背其意志投票会引发骚乱？显然，这与

自由选择和某种特定的自我观念有关。如果人们没有适当的信念，实践就不可

能存在。同样，如果没有其所指涉的实践，信念或意义亦变得无关宏旨。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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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ｏｉｅｔｙ，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１２．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Ｗ． Ｒｈｏ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Ｏｘｆｏｒｄ：
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１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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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或信念具有整体性。只有把政治行动者的信念置于可为此提供理由的其

他更广泛的信念网络中，我们始能理解他们的信念。譬如，即使发现对社会正

义的积极态度与投票给工党之间存在着关联，政治学者也无法仅仅依据这种社

会正义态度对投票行为进行解释。为了提供更恰当的解释，他们必须分析把政

治态度与投票行为联系在一起的其他相关信念。为了解释一种行为，他们不能

仅仅把投票倾向与一种单一的态度联系起来。相反，必须将其阐释为信念网络

的一部分。①延斯·奥利森（Ｊｅｎｓ Ｏｌｅｓｅｎ）通过对伽达默尔和保罗·利科阐释学

理论的分析，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不是像实证主义论者那样把个体视为“自变

量”，并以一种非历史的方式检视其偏好和观念，阐释政治学论者要对个体能动

者所吸收的更广阔的背景性信念展开研究。

由于语言使我们对世界的感知成为可能并为之提供了限制，我们的偏

好、信念和观念构成了我们的行动及行为背后的意向和动机。然而，政治

学者无法以孤立的方式研究这些意向和动机，而必须把它们放在为那些意

向提供理由的更广泛的信念和观念情境中予以把握。由于社会实践和制

度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行动者附着其上的偏好和意义构成的，阐释政治学论

者须参照这些偏好和意义对它们进行解释。②

三、 从行动到历史：情境性政治分析与政治哲学的“阐释学转向”

无论是文本还是行动，都与历史有关。文本阐释学通常会“把文本历史

化”，注重承载着历史的文本的意义，即体现在文本中的历史和传统的意义；行

动阐释学则会合乎逻辑地导向“对历史 ／传统的文本化”：社会行动的意义通常

与特定时空的历史 文化传统有关，因此要以“参与者的施为性态度”阐释社会

行动的意义，就要以对待文本的认知性态度对待历史 文化传统。

更一般地看，“阐释”的目的尽管具有未来性，但其本身却是面向当下和过

４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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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Ｗ． Ｒｈｏ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Ｏｘ
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１９。

Ｊｅｎｓ Ｏｌｅｓｅｎ，“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ｉｎ Ｍａｒｋ Ｂｅｖｉｒ ＆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Ｗ． Ｒｈｏｄｅｓ（ｅｄｓ．），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Ｌｏｎｄｏｎ：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２０１６，ｐ．７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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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的，是对既存文本或与既有行动有关的价值、制度和实践的阐明，因而内在地

与历史相关联。如果遵循伽达默尔关于“效果历史意识”（ｗｉｒｋｕｎｇｓｇｅｓｃｈｉｃｈｔｅ

Ｂｅｗｕｓｓｔｓｅｉｎ，即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ｌｙ ｅｆｆｅｃｔｅｄ ｃｏｎｓｃｉｏｕｓｎｅｓｓ）的著名观点，阐释本身就是“效

果历史”的一部分：它既是“效果历史”的表征，亦是“效果历史”的助力。所谓

“效果历史”，就是历史性与当下性和未来性紧密关联、深度互动的历史，是经由

对历史的阐释而使历史具有效果的历史。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

真正的历史对象根本就不是对象，而是自己和他者的统一体，或一种关

系，在这种关系中同时存在着历史的实在以及历史理解的实在。一种名副其

实的阐释学必须在理解本身中显示历史的实在性。因此我就把所需要的这

样一种东西称之为“效果历史”。理解按其本性乃是一种效果历史事件。①

在这个意义上，所有的阐释，无论是针对文本还是针对行动，不仅都是一种

历史阐释，而且是“效果历史”的一部分。

（一） 从“行动阐释学”到“历史阐释学”

不过，我们大可不必遵循伽达默尔把历史阐释实在化乃至本体化的做法。

因为这势必压缩甚至遮蔽对历史或传统的“反思性据有”（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ｐｐｒｏｐｒｉａ

ｔｉｏｎ）。正如哈贝马斯在批评伽达默尔时指出的，“伽达默尔关于由传统所确认

的偏见（或前判断）合法性之偏见，与反思的力量相抵牾，而反思证明自己有能

力拒绝传统的主张”：“当反思理解了它渊源有自的传统之根源时，生活实践中

的独断论就动摇了”。②相比而言，保罗·利科关于历史阐释的立场更为持中一

些。不仅如此，他还明确将阐释学的适用对象主要限定于文本、行动和历史这

三个领域。

在《说明和理解》一文中，利科主要以文本、行动和历史这三个领域为例，论

述了说明（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和理解（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ｉｎｇ）的辩证法在阐释学中的表现。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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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德］伽达默尔：《诠释学 Ｉ：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洪汉
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４２４页。为使文字统一起见，此处把原文中的“诠释学”改
为了“阐释学”。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ｈｉｅｒｒｙ Ｗ． Ｎｉｃｈｏｌ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ｅｒｒｙ Ａ．
Ｓｔａｒｋ（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８，ｐｐ．１７０，１６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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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看来，“理解”的特别成分在文本阐释中体现为对“符号”的理解，在行动阐释

体现为对“意向和动机”的理解，在历史阐释中体现为对“叙事能力”的理解。正

是这些理解之特别成分的存在，使得从自然科学到人文社会科学认识论和方法

论上的非连续性是不可克服的。历史之所以可以成为阐释学的对象，乃因为它

集文本与行动于一体：一方面，历史编纂学意义上的历史学是一种以文本体现

出来的“叙事”（ｎａｒｒａｔｉｖｅ）；另一方面，历史与人在过去的行动密切相关。①但就

历史阐释来说，作为行动的历史依赖于作为文本的历史，因为“历史是一门以遗

迹为基础的科学”②，历史所承载的行动必须像文本那样由外在化的铭写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固定下来始能成为阐释的对象。故此，历史在根本上是一种文本化

的叙事。如果考虑到作为历史学家叙事依据的史料本身也是一种叙事，历史家

的历史叙事其实是“关于叙事的叙事”。既然是“叙事”，对历史的理解，就要具

备与小说这样的文学叙事同样的“叙事能力”，即“追随故事的能力”：“历史学

家要求我们接受的概括作用是，当故事中断或内容模糊时，为我们追随故事的

过程提供便利。因此，历史说明必须织入叙事之网中。”③历史作为叙事的性质，

意味着历史学的历史阐释具有当代性，服务于阐释者当时当地的“实践性旨趣”

（ｐｒａｃｔｉｃａｌ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哈贝马斯语）。在这个意义上，不仅“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

（克罗齐语），而且“所有的历史都是关涉当代的种种可能性的历史”：“历史探

索的是围绕在我们当下和现实的种种‘富有想象力的’变化的领域，而在日常生

活中我们却把这种当下和现实视为理所当然。”④

不过，本文不是要一般性地讨论历史阐释，而是要追问这样一个问题：包括

阐释政治学在内的阐释社会科学，为什么必然会导向历史阐释？如前所述，力

图回应社会科学“理解”问题的社会科学理论阐释，会体现为一种双重阐释。这

种双重阐释，无论是以更具经验性的方式（如政治科学）体现出来，还是以更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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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法］保罗·利科：《从文本到行动》，夏小燕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５年
版，第 １９７、１９１页。

参见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Ｈｉｓｔｏｒｙ ａｎｄ 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７３，ｎｏ．１９
（１９７６），ｐ．６９２。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２４０．

参见 Ｉｂｉｄ．，ｐ．２５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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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性的方式（如政治哲学）体现出来，都会导向对历史的阐释。这在根本上是

因为，社会科学“理解”问题关涉社会世界的意义框架，而后者与历史高度相关：

人类不仅是悬挂在由自己编制的意义之网的动物，而且这种意义之网之为意义

之“网”，乃因为它是世代相续和历史积淀———伽达默尔意义上的“效果历

史”———的产物。故此，对社会世界之意义框架的理论阐释，必然会与历史阐释

关联起来。以政治分析为例，聚焦于政治过程（政治行动、政治制度）的政治科

学阐释，会因对政治过程背后之意义或信念网络的整体性关注而导向对历史的

社会科学阐释，从而把由历史阐释获得的信念网络作为阐释政治过程之意义的

基本参照；聚焦于政治价值层面的政治哲学阐释，则会因对政治价值之历史 ／文

化情境依赖的关注而导向对历史 ／文化的实践哲学阐释，从而把由历史阐释获得

的意义框架作为建构政治价值之具体规范性要求的思想根据。如果说历史学的

历史阐释所隐含的当代性是一种“由古及今的当代性”，那么，社会科学和实践哲

学的历史阐释则具有更为内在和自觉的当代性，即“溯古为今的当代性”。

接下来，我们就结合当代政治分析的“情境转向”和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

“阐释学转向”，来呈现历史阐释在阐释政治科学和阐释政治哲学中的表现。

（二） 当代西方政治分析的“情境转向”及其政治哲学意蕴

一旦把政治行动视为文本或类文本，迈向情境性的政治分析就是水到渠成

的事情。“意义”具有高度的“语境 ／情境依赖性”（ｃｏｎｔｅｘｔ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就像理

解文本的意义要诉诸文本所在的“语境”，理解政治行动的意义同样要求诸其所

依托的历史 文化情境。因此，阐释政治学内在地呼唤政治分析的“情境转向”，

并与情境性的政治分析具有内在的契合性。可能是政治行动（实践）和政治制

度的情境依赖更容易得到认可，当代西方政治分析的“情境转向”首先在政治科

学领域形成了一种具有理论自觉的学术流派。

政治科学层面的情境性政治分析，共享了一个基本理论预设：“政治过程实

际上如何运行及其产生何种后果，高度依赖于它们所发生的情境。”①对“情境”

７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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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ｏｄ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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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强调与这样一种流行的科学主义政治分析路径区分开来，即认为政治科学的

终极目标是要确定政治过程的一般规律，而这种规律跨越了时间、空间、环境及

以往历史的细节。科学主义路径的政治分析，常常试图为某些现象（例如，民主

或两极分化）确立具有普遍主义色彩的必要或充分条件，其研究通常涉及某种

共变关系：Ｘ如何随 Ｙ的变化而变化。与此形成对照的是，情境性的政治分析

建立在如下三个前提性认识基础之上：

第一，迄今为止，确定有关政治结构和过程的简单一般规律的方案收效甚

微。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其逻辑基础和常规做法与政治的实际运作方式

南辕北辙。

第二，寻求简单一般规律的方案所取得的优势在于，它识别出了需要解释

的经验规律，但未能提供或验证这些解释。

第三，政治生活中当然存在规律性，但这种规律性不是整个政治结构和过

程层面的规律性。政治科学家应当将他们的注意力从基于经验的一般规律转

移到重复的过程，并转向有效的因果机制———这些机制在多个层次上运行，但

通过它们的连接、时序及与初始条件的相互作用产生了聚合效应。①

对“情境”的激进坚持，就会导向情境主义。基于斯蒂芬尼·劳森（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Ｌａｗｓｏｎ）的分析，我们可以区分出与政治学研究有关的两种情境主义：“文化情

境主义”与“历史情境主义”。其中，前者在政治科学和国际政治领域较为流行，

后者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独树一帜，昆廷·斯金纳关于思想史研究的“情境主

义 ／语境论”堪称典型。尽管同为情境主义，但两者之间在历史 文化的延续性

方面判然有别：文化情境主义预设了文化间的不可通约性和历史 文化的延续

性，主张以基于文化之历时性的延续性捍卫其共时性的不可通约性；历史情境

主义则预设了历史 文化的断裂性和不可通约性，主张“过往是一个陌生国度”

（ｔｈｅ ｐａｓｔ ｉｓ ａ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ｃｏｕｎｔｒｙ），其“援引不可通约性不仅表明过去和现在之间的

非连续性，而且表明它们之间的根本断裂”。②简言之，历史情境主义主张把历史

８０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ｏｄ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２０．

参见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Ｌａｗｓ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Ｔｕｒｎ：Ａ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
Ｎｏｒｍａｔｉｖｅ Ｃｒｉｔｉｑｕ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ｔｕｄｉｅｓ，Ｖｏｌ．５６（２００８），ｐ．５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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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本乃至历史事件置于其所依托的社会、政治和观念等复合情境中予以进行解

读，文化情境主义则主张将政治行动（政治实践）和政治制度置于其所依托的文

化情境予以对待。从历史阐释的角度来看，如果说前者是一种历史学的历史阐

释，那么后者则体现了一种社会科学导向的历史阐释。显然，只有后者才具有

与阐释政治科学相契合的空间。

与阐释政治科学相适应的情境性政治分析，主张把历史 文化作为分析政

治制度、政治行动等政治过程之独特性的情境制约因素。它不是一般性地从历

史 文化角度分析政治过程，而是分析政治过程的独特性。因为只有这种独特

性，始能彰显政治过程的文化特征和文化意义。蒂利曾列出了将历史用于政治

分析的六种表现形式，但只有第三种才可以与阐释政治科学对应起来：“大多数

或所有政治过程都吸纳了在当地可用的文化材料，如语言、社会类属和广泛共

享的信仰，因此，会随着由历史决定的地方性文化积累的变化而变化。例如，在

经济上、语言上、种族上、种族上和宗教上划出此疆彼界的地区，会创造出显著

不同的国家与公民关系形态。”①

政治科学领域的“情境转向”（特别是将历史 文化作为分析政治过程的情

境制约要素），对于政治哲学研究也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如果确如蒂利所言，

“历史变成了对政治过程进行合理解释的基本要素”②，那么，考虑到政治价值

是依赖政治过程得以制度化的，我们就可以合乎逻辑地将历史进一步提升为对

政治价值进行阐释的实践约束条件。将这种文化情境主义移用于政治哲学研

究，我们就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社会独特的历史 文化情境，首先会影响

９０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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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ｏｄ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４２１．另五种表现形式为：至少对于大规模的政
治过程，解释总是对现象的历史起源和所声称的解释的时空范围条件做出隐含或明确的假设；

在长期过程的情况下，过程的某些或所有特征是任何相关的人类分析家群体的观察都无法捕捉

的，因此需要历史重建；发生在邻近地区（如邻国）的政治过程会影响当地的政治过程，因此，历

史上多变的毗邻关系会改变这些过程的运行；路径依赖在政治过程中普遍存在，因此在历史时

序中的一个阶段发生的事件会限制后期可能发生的事件的范围；一旦一个过程（例如革命）发生

并获得了一个名称，这个名称和过程的一个或多个表征就会成为后来参与者的信号、模型、威胁

和 ／或愿望（ｐｐ．４２０—４２１）。
Ｒｏｂｅｒｔ Ｇｏｏｄｉｎ ａｎｄ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ｉｌｌｙ（ｅｄｓ．），Ｔｈｅ Ｏｘｆｏｒｄ Ｈａｎｄｂｏｏｋ ｏｆ 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６，ｐ．４２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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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政治价值的实现形式，即政治价值的具体规范性要求及相应的制度和实践模

式，它甚至还会影响价值形态，即一个社会可能会具有自己独特的政治价值或

政治价值结构。在这个意义上，阐释政治科学与阐释政治哲学在思想立场和理

论旨趣上是同构的，在研究对象上是互补的：如果说，阐释政治科学力图对政治

过程的历史 文化意义进行阐释学说明，那么，阐释政治哲学就旨在对具有历

史 文化蕴含的政治过程之规范性内涵进行阐释学证成。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

“阐释学转向”，就是在这样的理论旨趣下产生的。

（三） 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阐释学转向”
像正义及其内涵的自由、平等乃至民主等现代政治价值，是否应当具有敏

感于情境（ｃｏｎｔｅｘｔｓｅｎｓｉｔｉｖｅ），甚至是内嵌于情境的（ｃｏｎｔｅｘｔｕａｌｌｙｅｍｂｅｄｄｅｄ）规范

性内涵？政治哲学家乔治娅·沃恩克对此做出了肯定的回答。在她看来，这种

敏感于甚至内嵌于情境的政治哲学立场，其实是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主流取

向：不仅像沃尔泽、麦金太尔、查尔斯·泰勒这样的共同体主义者明确主张这样

的立场，而且像哈贝马斯和罗尔斯这样以康德式普遍主义者面目出现的政治哲

学家亦未能幸免。可能是受到同事格尔茨的阐释人类学影响，沃尔泽在这方面

做出了最为系统的论述。在《阐释与社会批判》一书中，他将道德原则的建构路

径归结为发现、创造（ｉｎｖｅｎｔｉｏｎ）和阐释三途，并明确为阐释路径辩护。所谓“阐

释”，就是像法官和律师对既有法律的阐释和适用一样，去阐明既有道德世界中

所蕴含的道德原则。这是因为“我们的类属、关系、承诺和愿望都是由既有的道

德塑造并表达出来”，“它为我们提供了过一种道德生活所需要的全部内容，包

括反思和批判的能力”；而发现和创造路径是一种逃避，“它们希望找到某种用

于评判道德实存的外在普适性标准”。①在哈贝马斯那里，与“道德商谈”“实用

商谈”相并列的“伦理 政治商谈”（ｅｔｈｉｃａ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可以充分容纳政

治共同体对自身（与文化传统相联系的）伦理生活的本真性想象。对罗尔斯来

说，其正义理论尽管以普遍主义的面目出现，但实质上“仍反映了对道德人之平

等和自由的盎格鲁 美利坚式或西方式理解”②。这在他后期的论文《道德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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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Ｍｉｃｈａｅｌ Ｗａｌｚｅｒ，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
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７，ｐ．２１。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Ｗａｒｎｋ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ｖｉ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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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康德式建构主义》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使某种正义观念获得证成的，不是

它相对于某种先定并给定于我们的秩序具有真理性，而是它是否与我们对自身

的较深层理解、我们的抱负及我们的下述认识相契合：考虑到嵌含于我们公共

生活的历史和传统，它对我们来说是最合理的学说。”①

沃恩克将上述这种敏感于甚至内嵌于情境的政治哲学取向，概括为一种

“阐释学转向”。在她看来，这种阐释政治哲学，主要是针对以义务论、形式主

义、认知主义和普遍主义为特征的康德式政治哲学，其在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中

尤以早期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为代表。阐释政治哲学对康德式政治哲学的不满，

主要针对其政治原则的抽象特征及对生活方式之持续性和长期累积性的视而

不见。在阐释政治哲学论者看来，“道德原则无法在共同体之外找到基础。事

实上，终极基础的理念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试图超越某种

生活方式的制度化结构”；相反，政治哲学研究应当“聚焦于其所归属其中并且

其‘深厚’道德词汇得以从中发展起来的特定文化和历史传统集合”②。阐释政

治哲学论者持有与利科类似的关于传统的立场：

我们当中没有任何人发现自己可以处于一个以无中生有（ｅｘ ｎｉｈｉｌｏ）的

方式创造伦理世界的激进立场中。……我们或许可以“重新评估”价值，但

我们永远不能从零开始创造出它们。对每一个伦理主体来说，经由传统的

旅程无法提供比伦理世界的这种先在性更具有正当性的理由。③

这种敏感于甚至内嵌于情境的政治哲学转向，之所以具有阐释学的意义，

乃因为“它把具有一套自身历史传统、习惯和规范的某种文化视为类文本。其

目标不再是为政治原则的无条件选择建构程序；相反，它力图发现和阐明已然

嵌含在某个共同体或者为该共同体所隐含的习惯、制度和行动规范”④。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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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Ｋａｎｔｉａｎ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 Ｍｏｒ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ｉｎ Ｊｏｈｎ Ｒａｗｌｓ，Ｃｏｌｌｅｃｔｅｄ Ｐａｐｅｒｓ，
Ｓａｍｕｅｌ Ｆｒｅｅｍａｎ（ｅｄ．），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Ｈａｒｖａ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９，ｐｐ．３０６—３０７．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Ｗａｒｎｋ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８，５。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ａｎｄ Ｇａｄａｍｅｒ ｉ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Ｍ． Ｒａｓ

ｍｕ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Ｓｗｉｎｄａｌ（ｅｄｓ．），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
ｐｐ．１４１—１４２．　

参见②，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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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阐释政治哲学看来，“正义理论就变成了对某个社会的行动、习惯和规范意味

着什么进行理解的尝试，也就是要阐明某种文化的共享理解是什么，从而使其

可以就那些对自身有道理且有意义的正义原则达成一致”①。

与阐释政治科学的历史阐释相比，阐释政治哲学的历史阐释更具有整全

性。这种“整全性”意味着特定时空的历史 文化不仅会影响其政治制度和政治

实践，而且会对其政治价值的形态产生影响。故此，如果说阐释政治科学承诺

了一种制度和实践层面的“多元现代性”，那么阐释政治哲学则承诺了一种更为

彻底的多元现代性，即理念或价值层面的“多元现代性”。②在这个意义上，阐释

政治哲学的历史阐释，不仅是一种实践哲学（政治哲学）导向的历史阐释，而且

是把历史之当代性和未来性发扬得最彻底的历史阐释。

这种实践哲学导向的历史阐释之所以必要，根源于集体认同或黑格尔意义

上的“伦理生活”（Ｓｉｔｔｌｉｃｈｋｅｉｔ，即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ｌｉｆｅ）具有深刻的历史延续性，并有赖于

社会成员对其历史 文化传统的“据有”，即历史阐释。正如哈贝马斯指出的：

历史的统一性，是由可以归因于它们的期待视域（ｔｈｅ ｈｏｒｉｚｏｎ ｏｆ ｅｘｐｅｃ

ｔａｔｉｏｎｓ）的同一性提供的。历史叙事讲述了主观经验事件的影响，这些事件

通过介入生活世界并获得对行动主体的意义，改变了主体或主体群体的状

态。在这样的历史中，主体必须能够理解他们自己和他们的世界。事件的

历史意义，总是隐而不彰地指涉由自我认同统一起来的生活史或以群体认

同界定的集体历史的意义结构。③

故此，实践哲学导向的历史阐释其实是通过历史阐释，“在历史关系中去认

识传统要素，并且探究这一要素在阐释学上的成效性”④，从而使历史充分参与

当代政治秩序的意义建构和价值塑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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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Ｗａｒｎｋ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５。
参见孙国东：《迈向一种兼具整全性与规范性的多元现代性：基于艾森斯塔特多元现代

性论说的分析》，载《东南学术》２０２２年第 ４期。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ａｎｄ Ｈｕｍａｎ Ｉｎｔｅｒｅｓｔｓ，Ｊｅｒｅｍｙ Ｊ． Ｓｈａｐｉｒｏ（ｔｒａｎｓ．），Ｂｏｓｔｏｎ：Ｂｅａ

ｃｏｎ Ｐｒｅｓｓ，１９７１，ｐｐ．２６２—２６３．
参见［德］伽达默尔：《诠释学 Ｉ：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

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４００ 页。为使文字统一起见，此处把原文中的“诠释
学”改为了“阐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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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双重对话与伦理 政治商谈：对阐释政治学的阐释学检视

无论是阐释政治科学对政治过程之历史 文化意义的社会科学阐释，还是

阐释政治哲学对具有历史 文化蕴含的政治过程之规范性内涵的实践哲学阐

释，都体现为一种历史阐释学。只不过，历史的形态及其作用有所不同：社会科

学的历史阐释是自下而上、由小见大的历史，历史在其中与制度和实践层面有

着更直接的关联，因此，更注重历史的延续性和当代性；实践哲学的历史阐释是

由自上而下、由大入小的历史，历史在其中与理念层面的价值形态及其具体规

范性要求有着更直接的关联，因此，更注重历史的建构性和未来性。在本节中，

我们将从阐释学视角对阐释政治学进行批判性检视。

（一） 阐释政治学与“阐释的政治”

无论是以政治科学面目出现，还是以政治哲学形态呈现，主张“将历史带入

政治分析”的阐释政治学，常常会面临一些挑战。沃恩克曾以阐释政治哲学为

例，认为它主要面临两个挑战：一是“因循主义”（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由于强调历

史 文化传统对政治原则的塑造作用，阐释政治哲学常常会具有因循主义的保

守性。二是阐释的“主观主义”。由于每个阐释者对历史 文化传统的理解各

异，我们很难确定何种阐释是权威的阐释，代表着“给定社会之共享意义的‘正

确’或周全观点”。①

上述两个问题尽管重要，但却不是阐释政治学最值得警醒的缺憾。毋宁

说，关涉“阐释的政治”（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的问题更值得引起重视。所

谓“阐释的政治”，就是渗透着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并力图使之合法化的阐释。

显然，此种意义上的阐释与阐释学力图达致理解的目标背道而驰。

１． “政治建构文化”，还是“文化塑造政治”？

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来看，由于运用的语言受制于特定的话语实践，阐释

本身是一种话语活动，而话语蕴含的权力关系又是在历史中形成的，是对历史

３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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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见 Ｇｅｏｒｇｉａ Ｗａｒｎｋｅ，Ｊｕｓｔｉｃｅ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２，ｐｐ．１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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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传统不断阐释并叠加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所面对的历史 文化传

统，不仅本身蕴含着权力关系，还是建构当下权力关系的话语资源：历史 文化

传统既是历史阐释的对象，也是历史阐释的结果，与呈历史阐释相互建构的关

系。正如福柯所言，“话语是以一种历史的方式连接起来的：我们承认，被说出

来的事情来自过去，它们在这种过去中受到其他事情的承接、反对、影响、取代、

威胁和叠加”①。

如果历史阐释不可避免地会蕴含着权力关系，那么，无论是阐释政治科学

围绕政治行动的意义进行的社会科学阐释，还是阐释政治哲学围绕政治价值的

历史 文化依赖进行的政治哲学阐释，都有可能会遮蔽历史阐释的权力维度：它

们不仅会忽视历史 文化传统（意义之网）背后的权力关系，而且会无意甚至

有意地为当下的权力关系提供辩护。两者的区别仅在于：阐释政治科学试图

为这种权力关系的形成逻辑提供社会科学解释，阐释政治哲学则力图为这种

权力关系的可欲性（ｄｅｓｉｒａｂｉｌｉｔｙ）提供政治哲学证成。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后

结构主义者批评阐释政治科学“对权力关系构成个人（包括其信仰）的方式漠不

关心”②。

对权力关系的漠不关心，是阐释政治学对既有社会政治秩序缺乏反思的必

然结果。这就使得阐释政治学所蕴含的规范性内涵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具有

道德上的可接受性，在根本上取决于既有社会政治秩序是否及在多大程度上具

有正当性。不仅如此，阐释政治学所秉持的文化情境主义的政治分析常常有将

文化政治化之虞：“‘文化’与其说表征着塑造政治的一种情境，不如说成为一种

利用文化观念的政治。”③阐释政治学原本是要挖掘“政治的文化蕴含”，最终却

可能变成了对“文化的政治意义”的固守；它原本是要探究“文化塑造政治”的方

式，但最终却可能会变成“政治建构文化”的策略。“政治文化”转变为“文化政

治”，“政治认同”（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扭曲为“认同政治”（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 ｏｆ ｉｄｅｎｔｉｔｙ）：

４１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参见［法］福柯：《论历史书写的方式》，刘耀辉译，载汪民安编：《福柯文选 ＩＩ：什么是批
判》，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２０１６年版，第 ２５页。

参见 Ｒｏｄｅｒｉｃｋ Ａ． Ｗ． Ｒｈｏｄｅｓ，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ｉｖ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ｌｅｃｔｅｄ Ｅｓｓａｙｓ，Ｖｏｌｕｍｅ ＩＩ，Ｏｘ
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７，ｐ．２９。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Ｌａｗｓ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ｌａｎ，
２００６，ｐ．１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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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的不是文化的内容（何种文化？），而是文化的政治属性（谁之文化？）。如此

一来，阐释政治学滑向文化本质主义也就不足为奇了。

２． 独白性的阐释，还是对话性的阐释？

从批判阐释学的视角来看，阐释政治学的阐释者如果不把自己置于对话参

与者的地位，他极可能成为某种意识形态的辩护士，而意识形态前见（Ｖｏｒｕｒｔｅｉｌ，

即 ｐｒｅｊｕｄｉｃｅ）不仅不能促进对话者的相互理解，反而是对沟通的扭曲。“意识形

态的特征是它不能被视为误解的特殊情形，而误解可通过阐释方法消融为更高

的理解。……意识形态是起源于暴力和压制的一种扭曲，这种扭曲可与弗洛伊

德式精神分析所描绘的审查效应相比拟，从而使得意识形态成为主体对此缺乏

把握能力的某种意义效应。”①在现代条件下，任何历史 文化传统，只有通过“反

思性的据有”始能成为集体认同的牢固基础。任何对历史 文化传统师心自用

的阐释，都只能被视为一种封闭的意识形态，一种非反思性的文化立场。这种

独白性的阐释，不仅不会促进对话双方的相互理解，而且会人为加大彼此的文

化沟壑。

对非西方社会来说，这种独白性的阐释不仅常常会退化为一种文化本质主

义取向，而且会极大地压缩它所辩护的政治秩序的反思性发展空间。它“使‘外

人’无法批判性地接触‘他者’及其实践，拒斥‘外部’批判的合法性，进而为现

时代其他成问题的二元对立特别是西方与非西方之分，打开了方便之门”。因

为“一旦把某个东西贬斥为‘西方理论’或‘西方认识论’，并将其归结为文化和

历史的‘特异性’（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ｉｔｙ），人们势必假定由其自身之特异性所奠基的某种完

全不同的‘非西方’之存在”。这种文化本质主义取向，不仅为“文化”及同源的

“情境”赋予了具有自我合法化的性质和功能，而且会袒护当地不符合现代文明

精神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议程。②

５１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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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Ｅｔｈｉｃｓ ａｎｄ Ｃｕｌｔｕｒｅ：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ａｎｄ Ｇａｄａｍｅｒ ｉｎ Ｄｉａｌｏｇｕｅ”，ｉｎ Ｄａｖｉｄ Ｍ． Ｒａｓ
ｍｕｓｓｅｎ ａｎｄ Ｊａｍｅｓ Ｓｗｉｎｄａｌ（ｅｄｓ．），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 Ｖｏｌｕｍｅ Ｉ，Ｌｏｎｄｏｎ：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２００２，
ｐｐ．１３５—１３６．　

参见 Ｓｔｅｐｈａｎｉｅ Ｌａｗｓｏｎ，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ｅｘｔ ｉｎ Ｗｏｒｌｄ 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Ｎｅｗ Ｙｏｒｋ：Ｐａｌｇｒａｖｅ Ｍａｃｍｉｌ
ｌａｎ，２００６，ｐｐ．５９８，５９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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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双重阐释”与“理解的双重对话结构”

在一篇题为《伽达默尔论人的科学》的论文中，查尔斯·泰勒写道：“对政

治和社会科学来说，新世纪的巨大挑战是如何理解他者。欧洲人和其他‘西

方人’可以把他们的经验和文化视为整个人类前进的准则，如此将其他国家

理解成处于我们走过的道路的早期阶段———这样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①泰

勒如是言说，旨在强调伽达默尔式的哲学阐释学在促进西方与非西方文化间

相互理解中的独特价值。诚然，凡是在理解和相互理解出现障碍的地方，就

是阐释学大有可为的地方。这是因为，阐释学的旨趣就是通过与作为文本或

类文本（行动、历史）的理解对象之间的对话，克服文化、情境或时间等间距带

来的理解障碍。因此，阐释学意义上的理解蕴含着内在的对话结构：凡是阐

释，都不是独白性或教条性的“强制阐释”，必然蕴含着主体间对话的过

程———这种对话过程既包括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的对话，亦包括不同阐释

者围绕阐释对象之间的对话。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伽达默尔主张以“谈话”

（Ｇｅｓｐｒｃｈ，即 ｃｏｎｖｅｒｓａｔｉｏｎ）模式来把握阐释：“在每一场真正的谈话中，我们都

要考虑到对方，让他的观点真正发挥作用，并把自己置身于他的观点中”，即

要“使谈话伙伴对自己的观点有所准备，同时又要试图让陌生的、相反的观点

对自己产生作用”。②

尽管伽达默尔所理解的谈话，旨在以苏格拉底式的“问答辩证法”“使文本

讲话”，因而主要体现为阐释者与作为阐释对象的文本之间的谈话，但我们仍可

以从其阐释学原理中推演出理解所蕴含的“双重对话结构”：阐释者与阐释对象

之间的对话，不同阐释者围绕关于阐释对象的不同阐释观点之间的对话。如前

所述，“阐释”的三个基础含义之一就是“翻译”。“翻译”的意象，其实适用于所

有阐释活动：所谓“阐释”，就是要把一种有文化间距的话语（文本、行动、历史）

译解为受众熟悉的话语（文本、行动、历史）。因此，翻译所蕴含的对话结构同样

适用于阐释。伽达默尔在论述翻译时曾指出，翻译“使诠释学过程即谈话双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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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Ｇａｄａｍ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Ｄｏｓｔａｌ（ｅ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Ｇａｄａｍ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２６．

参见［德］伽达默尔：《诠释学 Ｉ：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
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５４２、５４４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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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了：谈话一方面是翻译者同对方的谈话，另一方面是自己同翻译者的谈话”①。

伽达默尔对“翻译”所蕴含的“双重对话结构”的揭示，其实适用于所有的阐释活

动。作为一种消除文化间距、情境间距或时间间距的活动，阐释不仅包含着阐

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的对话，而且包含着阐释者与受众之间的对话———考虑到

阐释对象的公共性，其他阐释者作为受众也参与进来，从而形成了不同阐释者

之间围绕阐释对象的对话。正是这后一种对话的存在，根本上确保了阐释者保

持消除间距之中介的角色，进而避免阐释主观性、专断性乃至强制性。

在西方“把他们的经验和文化视为整个人类前进的准则”一去不复返的时

代，阐释政治学对于非西方社会研究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可以通过对非西

方政治秩序之意义框架（政治制度和政治实践所依赖的意义网络，乃至政治价

值之历史 文化依赖）的挖掘和揭示，促进西方对于作为文化他者的非西方的了

解，进而促进彼此关于现代政治秩序的相互理解。所谓的“多元现代性”，从政治

上看就是不同文化基于现代性的相互理解而形成的现代政治秩序多元共存局面。

然而，阐释政治学一旦陷入“阐释的政治”，即以独白性阐释推进政治对文化的建

构，不仅不能促进西方与非西方的相互理解，反而会加大彼此的文化鸿沟。

从“理解”所蕴含的“双重对话结构”来看，要充分促进西方与非西方关于现

代政治秩序的相互理解，有赖于非西方阐释者对于本国现代政治秩序之意义框

架的阐释政治学研究，但亦端赖于这种阐释本身经得起其阐释对象的检视。其

中，前者可以促进非西方学者与西方学者之间的对话，后者则又有赖于阐释者

与其阐释对象之间的对话。与文本此类传统阐释学的对象不同，阐释政治学的

阐释对象（行动、历史）与阐释者之间是相互建构并高度重合的：阐释者不是外

在于阐释对象的，反而与其阐释对象融为一体。“为了描述生活世界的各种要

素，社会科学家必须理解它们；为了理解它们，他必须在原则上能够参与它们的

生产；而参与的前提是他属于这个生活世界。”②这意味着不同阐释者围绕阐释

对象进行的对话，其实是阐释者与其阐释对象之间的对话的一部分：所有阐释

７１２

双重对话与历史的公共阐释

①

②

参见［德］伽达默尔：《诠释学 Ｉ：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
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５４２页。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ｏｉｅｔｙ，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１０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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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同时又是作为受众与阐释对象存在的。作为阐释者，他是其他阐释的受众，

但同时他又是以当地的文化持有者———行动和历史的承载者———身份作为阐

释对象而存在的。因此，借用泰勒的话来说，同其他所有阐释和理解一样，阐释

政治学的阐释和理解具有“当事方依赖性”（ｐａｒｔｙ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要接受当事者的

“辩驳”（ｔａｌｋ ｂａｃｋ）。①这意味着阐释政治学的阐释者必须放弃“唯我论”的立

场，代之以前述“参与者的施为性态度”，除了要将其阐释提交给异质文化的受

众以外，还要将其提交给本土文化内部集对象与受众于一身的其他阐释者，并

接受他们的质询和检验。唯其如此，我们始能在根本上避免因独白性阐释带来

的“认同政治”问题。就像一个人伦理 存在意义上的文化本真性要想真正获得

主体间性的理解，“应当真实地面对自己，并过一种可表现己之为何人的生

活”②一样，政治共同体伦理 政治意义上的文化本真性要想真正获得文化间性

的承认，必定是充分获得文化内部高度认可的本真性。质言之，文化本真性的

外在承认，以其充分的内在聚合（ｉｎｔｅｒｎａｌ ｃｏｈｅｓｉｏｎ）为基础，而后者则有赖于社会

成员间的非强制性共识。

阐释政治学蕴含的“双重对话结构”，充分体现了社会科学应当具备的“双

重阐释”逻辑。“双重阐释”在实质上要求社会科学对社会世界之意义框架的理

论阐释，既要以学者身份接受学术共同体的检视，也要以社会成员身份经受其

他社会成员的检验。就阐释政治学来说，它对政治秩序背后的意义框架的理论

阐释，既要符合政治学的普遍学理逻辑，亦要充分吸纳社会成员关于历史 文化

传统的自然阐释成果。其中，前者有助于消除异质文化对本土文化的误解，后

者助益于凝聚本土文化内部的文化共识———两者文质相映、平匀用力，始能充

分促进不同文化关于现代政治秩序的相互理解。

（三） “伦理 政治商谈”与历史阐释

就阐释政治学所内在的历史阐释来说，它关涉政治共同体“伦理 政治”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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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 Ｃｈａｒｌｅｓ Ｔａｙｌｏｒ，“Ｇａｄａｍｅｒ ｏｎ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ｎ Ｒｏｂｅｒｔ Ｊ． Ｄｏｓｔａｌ（ｅｄ．），Ｔｈ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Ｃｏｍｐａｎｉｏｎ ｔｏ Ｇａｄａｍｅｒ，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２，ｐ．１２７。

参见 Ｓｏｍｏｇｙ Ｖａｒｇａ，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ａｓ 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 Ｉｄｅａｌ，Ａｂｉｎｇｄｏｎ ａｎｄ Ｎｅｗ Ｙｏｒｋ：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
２０１２，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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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集体认同。借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伦理 政治问题是从这样一种成员的

视角提出的：他们面对重要的生活论争，想对他们共享的生活形式及他们感觉

应当塑造其共同生活的理想进行澄清”①。不同于道德问题涉及个人与他人的关

系，即规范问题，伦理问题关涉个体与自我的关系，即价值或认同问题。从第一人

称的视角来看，道德问题追问的是，我或我们应当做什么，或者什么对我或我们来

说是“正当”（ｒｉｇｈｔ）的，其有待检验的有效性要求是“正当性”（ｒｉｇｈｔｎｅｓｓ）；伦理追

问的是，什么对我或我们而言是“善”（ｇｏｏｄ）的生活，其有待检验的有效性要求

则是“本真性”（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

不过，“本真性”的希腊词源“ａｎｔｈｅｎｔｉｋóｓ”由“ｅａｕｔóｎ”和“ｔｈｅｔｏ”构成，而后者

在词源学上与“主题”（ｔｈｅｓｉｓ）有关。因此，“‘本真的’指涉‘安顿他们自己’的

个体；或者更直率地说，‘把他们自己设定为主题’”②。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伦理问题（特别是个体“伦理 存在”层面的自我认同问题）很容易被归于具有

审美 表现性的主观世界。事实上，哈贝马斯在其早期的《沟通行动理论》中，

就把“本真性”和“真诚性”（ｓｉｎｃｅｒｉｔｙ）一道列为针对主观世界的评价 表现性

问题的有效性要求。在哈贝马斯著名的“三个世界”框架中，针对客观世界的

认知 工具性问题和针对社会世界的道德 实践性问题，都可以用“商谈”（理

论商谈和实践商谈）这种论证形式兑现其有效性；但评价 表现性问题总体上

无法满足商谈所要求的普遍性前提，只能以“审美批判”（关涉文化价值的审

美或评价问题）和“诊疗批判”（关涉自我表征的表现问题）检验其有效性。③

在这里，哈贝马斯其实延续了自休谟以降的道德非认知主义立场，把价值取向

和审美趣味等而视之，认为它们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不可通约。随着 ２０ 世

纪 ８０年代末期以来“承认政治”“认同政治”的兴起，哈贝马斯开始重新审视伦

理问题，特别是“伦理 政治问题”。他深刻认识到，一旦以非认知性的表现主义

态度对待伦理 政治层面的集体认同问题，对内会带来文化压制，对外则会带来

９１２

双重对话与历史的公共阐释

①

②

③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Ｗｉｌｌｉｉａｍ Ｒｅｈｇ（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６０．

Ａｌｅｓｓａｎｄｒｏ Ｆｅｒｒａｒａ，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ｖｅ Ａｕｔｈｅｎｔｉｃｉｔｙ：Ｒｅｔｈｉｎｋｉｎｇ ｔｈｅ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ｏｆ Ｍｏｄｅｒｎｉｔｙ，Ｌｏｎｄｏｎ：
Ｒｏｕｔｌｅｄｇｅ，１９９８，ｐ．１５．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ｖｅ Ａ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Ｉ：Ｒｅａｓｏｎ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ｉｔｙ ｏｆ Ｓｃｏｉｅｔｙ，Ｔｈｏｍａｓ ＭｃＣａｒｔｈｙ（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８４，ｐｐ．１８—２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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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明冲突”：

公民身份与国族文化的融合会导致对公民权利的“单色”（ｍｏｎｏｃｈｒｏｍｅ）

阐释，而这种阐释是不易受到文化差异影响的。主张某种渗透着伦理的共

同善（ａｎ ｅｔｈｉｃａｌｌｙｐｅｒｍｅａｔｅｄ ｃｏｍｍｏｎ ｇｏｏｄ）在政治上优先于对平等的伦理性

自由的有效保障，在国内多元社会的层面势必导致对不同生活方式的歧

视，在国际层面则在面对“文明的冲突”时必然束手无策。①

为了避免这种政治弊端，哈贝马斯主张以认知性的态度和有别于观察者视

角和参与者视角的“共享视角”对待集体认同问题。这样，它就可以作为道德

实践性问题的特殊形式纳入实践理性的范畴，进而可以用表现为“伦理商谈”的

实践商谈来兑现其有效性。针对集体认同的“伦理 政治商谈”，旨在通过公共

商谈回答如下问题：“从长远和总体来看，什么是对我们而言的善的生活？”因

此，在伦理 政治商谈中，“决定性的理由必须为所有分享‘我们’传统和强烈价

值态度的成员所接受”②。质言之，集体性伦理价值的证成，同样需诉诸道德原

则即实践理性的正义原则，以确保作为集体认同的价值观是“对我们所有人来

说同等地善”（ｅｑｕａｌｌｙ ｇｏｏｄ ｆｏｒ ａｌｌ ｏｆ ｕｓ）。

在伦理 政治商谈中，“决定结果的那些论据，是以对我们历史传承下来的

生活方式之自我理解的阐释性解释为基础的”③。因此，它既是历史阐释的论证

形式，也依赖历史阐释来完成。这种历史阐释“把描述性的成分与规范性的成

分结合起来，也即把对塑造认同之传统的描绘与对某种典范性生活方式的规范

性谋划结合起来，而这种典范性的生活方式是通过对其形成过程的反思和评价

获得证成的”④。将塑造集体认同的历史阐释纳入伦理 政治商谈的框架中，旨

在把关于历史 文化传统的对话性阐释，制度化为一种具有反思性的公共证成

实践：政治共同体的集体认同是“随着某个历史共同体的政治文化自我理解而

形成和变化的”，而“对自我理解的启蒙，则是由这样一种阐释学工作完成的：它

０２２

哲学社会科学思想流派和科学方法新探

①

②

③
④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Ｅｑｕａｌ 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ｏｆ Ｃｕｌｔｕｒ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Ｐｏｓｔｍｏｄｅｒｎ Ｌｉｂｅｒａｌｉｓｍ”，
Ｊｅｆｆｒｅｙ Ｆｌｙｎｎ（ｔｒａｎｓ．），Ｔｈ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Ｖｏｌ．１３，ｎｏ．１（２００５），ｐ．３．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Ｗｉｌｌｉｉａｍ Ｒｅｈｇ（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０８。

参见 Ｉｂｉｄ．，ｐ．１６１。
参见 Ｉｂｉｄ．，ｐｐ．１６０—１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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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判性地据有传统，并因而有助于本真性生活取向和深厚价值观的主体间确认

或革新”。①

五、 结语：历史政治学与历史的公共阐释

保罗·利科曾颇为精当地指出：“当用‘为什么’这个问题的答案来说明‘什

么’这个问题时，一个行动的目的性特征就得到了充分认可。”②如是探究下去，

就进入了阐释学的视界。阐释政治学之为“阐释”政治学，乃因为它不满足于

对政治过程的实证主义描述和对政治秩序的普遍主义探求，转而追问政治过

程和政治秩序背后的意义框架：为什么一个社会的政治过程以这种而不是另

一种制度和实践模式呈现出来？为什么一个社会的政治秩序要以这种而不是

另一种价值形态建构出来？正是对政治过程和政治秩序背后之意义框架的阐

释，使得阐释政治学可以为不同文化之间关于现代政治秩序的相互理解做出

独特贡献。

分别与阐释政治科学和阐释政治哲学相对应，阐释政治学蕴含着两种不同

类型的历史阐释：社会科学导向的历史阐释与实践哲学导向的历史阐释。这使

得阐释政治学的两种知识形态，与当下中国的两种历史政治学路径———社会科

学导向的历史政治学路径与政治哲学导向的历史政治学路径———大致对应了

起来。在这个意义上，前文关于阐释政治学之阐释学逻辑的论述，亦揭示了历

史政治学的阐释学逻辑。我在上文中加上“大致”的限定，乃因为社会科学导向

的历史政治学并不能与典型的阐释政治科学研究严格对应起来。这主要是因

为，当下中国以社会科学导向的历史政治学研究，并不像阐释政治科学那样去

阐释政治过程背后的意义网络，而常常旨在探究中国现代国家构建的历史逻

辑，因而对政治过程本身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政治过程之文化内涵的兴趣。不

过，考虑到这种历史政治学研究本身不仅可以为进一步的阐释政治学研究提供

１２２

双重对话与历史的公共阐释

①

②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ｃｔｓ ａｎｄ Ｎｏｒｍｓ：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 Ｄｉｓｃｏｕｒｓｅ Ｔｈｅｏｒｙ ｏｆ Ｌａｗ
ａｎｄ Ｄｅｍｏｃｒａｃｙ，Ｗｉｌｌｉｉａｍ Ｒｅｈｇ（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Ｐｏｌ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１９９６，ｐ．１６０。

Ｐａｕｌ Ｒｉｃｏｅｕｒ，Ｈｅｒｍｅｎｅｕｔｉｃｓ ａｎｄ ｔｈｅ Ｈｕｍａ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ｓｓａｙｓ ｏｎ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
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Ｊｏｈｎ Ｂ．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ｅｄ． ａｎｄ 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Ｐｒｅｓｓ，２０１６，ｐ．１７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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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接研究基础，而且关涉政治传统的历史阐释仍然适用于前文关于阐释政治学

的分析。

对中国这样既具有“轴心文明”遗产，又具有“以历史 ／文化代宗教”传统的

国家来说，历史政治学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中国政治学内在的基本知识形态。在

这个意义上，当下的历史政治学是对古典中国的历史政治学传统的某种回归。

不过，传统中国的历史政治学除了《盐铁论》《过秦论》《六国论》等少数政论文

本外，主要以实践形态呈现出来，是借由士大夫或言官等对史学典籍创造性的

政治援用实现的。像《左传》《史记》《资治通鉴》这类史学典籍，尽管不属于政

治学著作，但却为塑造历史中国的政治形态做出了不可替代的贡献。在现代条

件下，倡导历史政治学不仅面临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和智识背景，而且面临着迥

异的意识结构和政治结构。古典史学有着高蹈的旨趣：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

变。这种“循史穷通”之实现，有一个认知前提：“天人之际”的义理，构成了“古

今之通”的经义。一旦“古今之变”突破“天人之际”的认知框架，“循史穷通”就

失去了用武之地：历史不再是穷通之依凭，而至多成为损益之借鉴。而且，在

“家天下”已演替为“公天下”的政治结构中，历史已不再是一家一姓的“国朝

史”，而成为塑造共享历史记忆的“国族史”。一言以蔽之，历史的相对化和公共

性已成为当下中国历史政治学研究的根本前提。

经过“古今之变”，当下中国历史的公共性又有了更具结构性的文化依托：

当下的中国历史已具有内在的复数性，不再具有单一的文化统绪。晚清以来的

“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已使现代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底色。这种“现代文化”

以西方文化为原型，但经由晚清以来“师法泰西”与“以俄为师”之间的拉锯互

动，在中国最终以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新传统）和现代主流文化模式的“双头

身”呈现出来。随着“后经学时代”的到来，传统中国融贯的“儒释道”体系已为

当下中国交错的“中西马”结构替代———质言之，我们面临着王庚武所谓的“经

未定”的局面。故此，当下中国的历史不仅包括千年文明史，还包括百年社会主

义发展史和一百八十年的文化维新史。如何通过历史阐释促进这三大历史统

绪之间彼此损益、对话和融通，从而形成牢固的中国现代文化认同，是仍待突破

的历史课题。

如果以当代中国文化所处的历史方位及其内含的历史使命为参照，前文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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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阐释的政治”的揭示，特别是将历史阐释纳入伦理 政治商谈的主张，就具有了

显见的政治意义。因为这一主张承诺了一种与之相适应的历史阐释立场，即历

史的“公共阐释”———或者，用哈贝马斯的话来说，“历史的公共运用”（ｔｈ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ｕｓｅ ｏｆ ｈｉｓｔｏｒｙ）。历史的“公共阐释”意味着，阐释者不再是作为专家参与学科内

部的学术商谈，而是以知识分子的角色参与公共商谈。推进历史的公共阐释，

具有充分的阐释学和政治哲学依据。前文的分析已充分证明，所有的阐释都蕴

含着“理解的双重对话结构”，即阐释者与阐释对象之间的对话，以及不同阐释

者之间围绕阐释对象的对话。因此，阐释具有内在的公共性。借用伽达默尔的

话来说，阐释力图实现的“相互理解不是某种单纯的自我表现和自己观点的贯

彻执行，而是一种使我们进入那种使我们自身也有所改变的公共性中的转

换”①。现代条件下的历史阐释绝不仅仅是一项学究式的工作，它事关政治共同

体在伦理 政治层面的集体性自我理解，具有更为内在的公共性。这种历史阐

释，关涉政治共同体关于共享伦理生活的本真性想象。唯有在具有充分包容性

的伦理 政治商谈中进行，历史阐释始能通过政治共同体“共同善”的检验，从而

避免对某种自我皈依的历史 文化传统的排他性循守———这对像中国这样具有

复数历史 文化传统的国家来说尤显必要。在关涉历史阐释的伦理 政治商谈

中，“我们争论的不是短期目标和政策，而是希望实现的政治存在形式，以及在

其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观”。此外，它还涉及我们作为共和国公民如何能够相

互尊重，以及我们希望如何被他人承认。“国族的历史构成了这方面的重要背

景。国族传统和心态可以追溯至共和国的起源，形成我们个人认同的一

部分。”②

对当下中国的历史政治学研究来说，推进历史的公共阐释意味着，阐释者

不是从某种自蔽的意识形态性前见出发推进历史阐释，而是从具有公共证成前

景的集体性自我理解入手，推进关于中国政治过程之文化蕴涵和政治价值之历

史 文化依赖的理论阐释。唯其如此，我们始能践习阐释学“双重对话”的要求，

３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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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参见［德］伽达默尔：《诠释学 Ｉ：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修订译本），
洪汉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 ２０２１年版，第 ５３４—５３５页。

参见 Ｊüｒｇｅｎ Ｈａｂｅｒｍａｓ，Ｔｈｅ Ｐｏｓｔ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ｎｓｔｅｌｌａｔｉｏ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Ｅｓｓａｙｓ，Ｍａｘ Ｐｅｎｓｋｙ
（ｔｒａｎｓ．），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ｓ．：Ｔｈｅ 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１，ｐ．２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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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中国关于现代政治秩序的自我理解在充分“内在聚合”的基础上赢得完全

的“外在承认”。文化的自信，对外不是在孤落自雄中实现的，而是在“各美其

美，美美与共”的文明互鉴中获致的；对内不是靠师心自用完成，而以百姓“日用

而不知”的文化认同为表征。历史阐释可以积攒文化自信，但无法造就文化

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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